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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画马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他
的人物画也是独具风格。他把西方绘画基础运用到中
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技巧中，形成了鲜明的个性，这对现
代中国传统人物绘画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三四十
年代，他在重庆画了很多有关钟馗的人物画，以钟馗打
鬼驱邪这一艺术形象，表现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的烽
火岁月中奋起抗争的精神，展现出一位艺术家的爱国
情怀。

徐悲鸿是善画钟馗的高手，他画钟馗与前人明显
不同，只取其名，却褪去宗教本意，并将之纳入其写实
主义的体系之内，其形、其神、其意，均由神佛之“虚”转
为人世的“实”。从技法上看，徐悲鸿不取传统钟馗形
象的古怪、夸张，他将西画中的素描技巧融入传统绘画
中。他笔下的钟馗形象多是近景特写，造型生动逼真，
保留了人们所熟悉的络腮胡，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想
象和审美趣味，如浓眉大眼、宽口阔鼻等等，少了一般
钟馗形象的丑陋和狰狞，却更像是一位英武刚烈、坚贞
不屈的英雄好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
的搬迁来到重庆沙坪坝。1938年夏，日军已侵占了大
半个中国，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面对山河
破碎和日军的频繁轰炸，徐悲鸿以笔为戈，创作了大量
宣传和讴歌抗战军民的美术作品。他曾说：“战士为国
不怕牺牲，我徐悲鸿只能用自己的画笔去战斗了。”这
一时期每年的端午午时至刚至阳之时，他都创作钟馗
图以强化驱凶除煞之气势。

1938年 6月 2日端午节中午时分，徐悲鸿在沙坪坝
奋笔疾书，画了一幅《钟馗》。民间有端午节在大门和
堂中悬挂钟馗像的习俗，徐悲鸿借端午节挂钟馗像驱
鬼的习俗，抒发忧愤之情，寄托爱国情怀。一身浩然正
气、刚劲雄强的钟馗侧首回望，似在藐视那些猖獗一
时、祸害人间的邪恶势力，又似在魑魅魍魉的肆虐和淫
威下，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与右侧矮小猥琐、颔首低
眉、头顶果盘、手提酒壶的小鬼形成鲜明的对照。

《钟进士》作于“己卯（1939年）端阳正午”，表现了
钟馗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徐悲鸿就依据此描绘钟馗
奇伟之相貌，虬髯飘拂胸前，腰佩宝剑，侧身而立，威风
八面，不怒自威，他双手倒背，握着一只空酒杯，等待小
鬼开酒侍候。小鬼赤身裸体，形象丑陋，屈膝跪地，一
手抱着酒坛，一手握着坛盖，小心翼翼地打开酒坛。作
品以钟进士喻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不畏强敌，终将战胜
日本侵略者，让其俯首称臣，体现了中华儿女勇于战
斗、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徐悲鸿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钟馗题材的作品，诸如
《持杯钟馗》《持剑钟馗》《捉鬼钟馗》等。这些作品将钟
馗描绘成身材伟岸、相貌堂堂、神态威严、嫉恶如仇的人
物形象，塑造成人间正义的化身，紧握宝剑，除暴安良。
与其对应的是身材矮小、鄙陋卑劣的小鬼，象征日本侵
略军，并将其画成没有头盖骨，以表示其野蛮愚蠢。

徐悲鸿不仅以作品鼓舞人民，还在海内外举办义
卖募捐画展，多次将售画筹募的巨款捐献给祖国，支援
抗战。 （据《人民政协报》）

徐悲鸿与钟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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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臣林则徐心思缜密，
他将常用的 4 本花名册命名为
《千古江山》。凡是姓氏第一笔
为撇的，入“千”字簿；第一笔为
横的，入“古”字簿；第一笔为点

的，入“江”字簿；第一笔为竖的，
入“山”字簿。每个人名下面都
有籍贯、年龄等个人信息，翻阅起
来极为方便，这也极大地提高了
他的工作效率。（据《天津日报》）

陈嘉庚建议“汉字横写横排”

林则徐：心思缜密效率高

1950 年 6 月 14 日至 23 日，
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
召开，陈嘉庚向大会提出了汉字
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由左而右
横写、横排的提案。

众所周知，中国人自上而
下、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式，与甲
骨文、竹简的使用有着紧密的关
系，竖写的习惯一直延续了数千
年。清末，西风东渐，不少有识
之士开始提出汉字应由竖写改
为横写的观点，虽然得到了一定
的认可和响应，但由于传统国粹
势力根深蒂固，汉字横写横排的
推行依旧步履维艰。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
侨。1949年 1月 20日，毛泽东致
电陈嘉庚，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
治协商会议。陈嘉庚和外国人
接触广泛，对各国文化了解全
面，他认为，加强与世界各国的
交流合作，有必要对汉字书写进
行改革，由竖写竖排改为横写横
排，以便与国际接轨。因此，他
在政协会议上郑重提出了《汉字
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由左而右
横写、横排》的提案。这年 10月
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
陈嘉庚当选为该协会 78位理事
之一。

1952 年 2 月 5 日，郭沫若、

胡愈之等在中国文字改革研委
会上也提出了中文“必须自左而
右地横行”的建议。在陈嘉庚、
郭沫若等著名人士的共同推动
下，1955 年 1 月 1 日，《光明日
报》将竖排版改变为横排版，率
先试行汉字由从上到下的竖排，
改为从左到右的横排印刷，并刊
登了一篇题为《为本报改为横排
告读者》的文章：“我们认为现代
中国报刊书籍的排版方式，应该
跟着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它的需
要而改变，应该跟着人们生活习
惯的改变而改变。中国文字的
横排横写，是发展趋势。”

同年 10 月，中国文字改革
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作出“汉
字横排横写”的决议：“建议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
进一步推广报纸、杂志、图书的
横排。建议国家机关、部队、学
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函件的横
排、横写。”11月，全国 17家中央
级报纸已有 13 家改为横排方
式。1956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
报》也改为横排，仅有少部分标
题和文章采用竖排。至此，汉字
横排横写在全国全面推广开
来。这时，离陈嘉庚提出“汉字
横写横排”的提案已经过去了5年
多的时间。（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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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内部的无线电通信经历了
一个从无到有、从单向到双向、再从
双向到多向，最后四通八达、畅通无
阻的过程。

当只有“一部半电台”时，还不能
建立相互间的通信，便采取了单向通
信的方法，即伍云甫、王诤、曹丹辉等
人带一部完整的电台随毛泽东、朱德
在前方。曾三、刘寅等人带上那部收
报机在后方，密码和一切联络规定都
事先约好。前方有电报就架台发报，
后方台 24小时不间断守听。这样，后
方就可以很快得到前方的消息。

在缴获公秉藩师那部 100瓦大电
台以后，他们就在后方进行调试，准
备和前方正式通信。第二次反“围
剿”五战五捷，红军攻下福建建宁后，
于 1931年 6月 2日，后方总部用 100瓦
电台同在前方的红三军团第一次沟通
联络，彼此发了一份短报。从此，开
始了红军无线电通信的新局面。

曹丹辉在 1931年 12月 30日的日
记中感叹道，从红军缴获白军的第一部
收报机算起，到当天整整一年中，红军的
无线电通信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通报
的对象日益增多，这一情况也表明了红
军的发展壮大。当时红军的通信单位
有：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红一、三、
五军团，粤赣军区，福建军区兼第十二军
等，共有电台16部、机报人员80余名。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发展迅速，到
后来大体上每个师都有一部电台，大
大便捷了指挥作战。战时同友军进行
及时联系，保持了很好的协同，互相
配合作战。敌人一进苏区，就如国民
党蒋光鼐和蒋鼎文打电报所说：“我
们一进苏区找不到一个人，耳朵是聋
的，眼睛是瞎的。”

为了消灭敌人，红军常采取高度
机动的运动作战，这对无线电联络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红军内部上下有机
联动、情报共享、敌情互通等工作，几
乎每天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红色
无线电通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
1933年 1月的浒湾战斗中，正是红五
军团电台及时收到了红一军团电台发
出的全歼枫山埠之敌的捷报，才化被
动为主动，掀起了猛烈反攻，将长延
庙之敌十四师击溃。（据《学习时报》）

中央苏区时期无线电在反“围剿”中的运用
1928 年夏，党的六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早期无线电人

才。无线电战士被誉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还鼓励他们“要做革命的

‘鲁班石’”。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形成了高效、严密、通畅的无线电网络，加上一批高

素质专业化的破译与通信人才队伍，无线电在数次反“围剿”中发挥出色，为红军掌握

战场的主动权起到重要作用。

红军利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
获敌军的“一部半电台”，于1931年1月
6 日在红军总部驻地江西宁都小布
成立了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不过暂
时还不能互相通报。一直到第二次
反“围剿”之前，红军电台主要干两件
事：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当时由于
根本没有料到红军能掌握并使用电
台，所以国民党部队的电台几乎没有
保密意识，开始联络时，都要先打个

“QRC？”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谁
在主要方向，与谁先通报。而对方回

答时则又用明语，因为敌军部队很
杂，统一的密语行不通。这样一来，
就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其部队的
行踪和部署。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利用缴获来
的无线电收报机监听、抄收国民党电
台的新闻电讯稿，就成为与外界沟通
的一条便捷途径。朱德和总部其他
同志都经常来听新闻，有一次毛泽东
还称赞：“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
我们开了眼界，这是没有纸的报纸
呀！”此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

人对这项工作愈加重视，认为无线电
收音机所收敌人的电报，“确有使我
们对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
不少的帮助”，并准备扩充无线电组
织。曾任红军报务员的邹毕兆回忆，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建立的每个
无线电台，除了通信以外，都兼做收
听国民党军队电台报告自己所在地
名和报告他是隶属哪个部队的工作，
还抄收南京中央社发的新闻。瑞金
中革军委和前方总司令部都还有专
门的侦察台，获取蒋军的位置。

随着敌军通信保密意识的增
强，特别是各种密码的使用与经常更
换，使得红军要获悉敌军的动态就必
须破译对方密码。红军手头没有现
成的破译经验可循，没有专业的指
导，没有破译学教材，更没有先进的
解密分析仪器，难度可想而知。于
是，破译与反破译的较量成为这场暗
战的最大亮点。

红军总部一方面要求前线部队
注意搜集敌人的密码本及俘获敌军
电台人员，另一方面组织专门的力量
从事破译工作。破译密码是一项比
较复杂、不易掌握的技术，被称为“读
天书”。该工作主要由中革军委二局
负责，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因本
领突出、工作拼命、热情极高，故被称
为“破译三杰”。他们往往先从破译
敌人最常用的简语入手，逐渐弄清敌
人各部队的番号、驻地和长官姓名，
然后再依据敌人的公文格式和明码

底本，一字一句地破译，终于掌握了
敌人的密码规律。

1932 年 10 月首破了敌人“展
密”，这样，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调
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口令、信
号，乃至内部派系斗争等深层次情
况，红军很快都掌握了。到 1933 年
八一节前，已经破译出 100 个密码，
副局长钱壮飞取名为“百美图”，平均
两天多破译出一个密码，为此二局还
搞了个庆祝会。中革军委在八一节
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了奖章，朱德、
周恩来亲自到二局颁奖，并在大会上
讲话。“破译三杰”都得到了二等或三
等红星奖章。

1933年 2月第四次反“围剿”期
间，敌人刚使用“猛密”不久，即被曹
祥仁和邹毕兆破译。根据截获的敌
军情报，红军主力进行设伏，全歼第
五十二师，围歼第五十九师大部，俘
虏两个师长李明、陈时骥。公审大

会上，两人气焰嚣张，认为己方武
器精良，对败在红军手下很不服
气。这时，曹祥仁愤怒地跳上主席
台，附耳将他们通联的密电当场背
出。两人目瞪口呆，垂头丧气，俯
首认输。

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率
部赶至黄陂时，看到第五十二师和第
五十九师被红军歼灭的惨状后十分
痛心，终日闷闷不乐，有感而发写了
四句诗，后两句是：“登仙桥畔登仙
去，多少红颜泪枯干。”当时，他惟恐
这种消极情绪波及部队，没有示人，
仅用电报将诗发给了在上海的夫
人。红军截获了这封电报，破译后转
呈周恩来。西安事变后，李默庵一次
在西安偶然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
寒暄之余脱口讲出了这首诗的最后
两句，说写得不错。李默庵闻知详情
后脸色大变，震惊于红军无线电侦破
的超强能力。

侦察监听敌台

确保红军内部通信联络
安全顺畅

破译敌台电文

避热也要避寒

夏季是天地阳气最旺盛的季
节，尤其三伏天暑气蒸腾，人感到酷
热难耐在所难免。这时，采取各种
降温措施自然十分必要。在古代，
防暑降温的方法有很多，什么折扇
香囊、凉席凉枕，还有各种凉茶冷
饮，但要说最直接的，还是冰。

夏季用冰在中国的历史十分久
远，西周时期已出现。及至唐宋明清，
各种记载更是比比皆是。当然，古代
没有制冰技术，所用制冰基本都是冬
日储存在冰窖，等到夏日时取用，因而

价格不菲，十分奢侈。但即便如此，无
论皇家还是平民，该用冰还得用。冰
的用途也很多，可以用来赐给大臣或
是馈送亲友，可以冰镇食品或直接用
来解暑降温，总之一块也不会浪费。

夏令食品，比如各种瓜果，冰镇
过的自是最好。曹丕在《与朝歌令吴
质书》中就说：“浮甘瓜于清泉，沉朱
李于寒水。”此后，“浮瓜沉李”俨然
成为冰镇食品的代名词。当然，冷食
虽好，不宜多吃。李时珍就曾提醒，
夏季不能多食冰，虽然“夏冰味甘，大
寒无毒，去热除烦”，但“入腹冷热相
激，非所宜也。止可隐映饮食，取其
气之冷耳。若恣食之，暂得爽快，久
皆成疾”。南宋医家陈直也说：“承暑
冒热，腹内火烧，遍身汗流，心中焦
渴。忽遇冰雪冷浆，尽力而饮，承凉
而睡，久而停滞，秋来不疟则痢。”此
说可谓切中时弊，就像现在的冰激
凌、雪糕、冰镇饮料等等，不能多吃，
否则容易损伤脾胃。

冷饮之外，像酸梅汤、绿豆汤等
其实也是很好的夏令食品，甚至包
括榨菜之类，也能帮助补充因出汗
过多而丢失的盐分。此外，民间还
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

方”的说法，适当食用生姜，可以起
到散寒祛湿、冬病夏治的作用。

养气就是养心

夏天气温高，体感难受，人在这
种环境下容易烦躁不安，这也是人
之常情。但正因为如此，就更要注
意平心静气。所谓“心静自然凉”，
越是暑热炎炎，就越要静心宁神。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消暑》中写道：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
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
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
同。”这种避暑法，关键还在心境。

类似“精神避暑”的“心理疗法”，
《黄帝内经》中也有所总结：夏令之
时，要“使志无怒，使英华成秀，使气
得泄，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这
就是说，夏天的养生之道在于让情绪
保持平和不躁，使气色焕发光彩，让
体内阳气得到自然宣散，这才是顺应
夏气、保护身体机能的基本法则。

除了内在的静心，寻找遮阴纳
凉的外在环境也很重要。南宋吴自牧
在《梦粱录》中记载了六月初六西湖
纳凉的风俗：“是日湖中画舫，俱舣
堤边，纳凉避暑。”此时，往往也是赏

荷的好时候，如苏东坡《夜泛西湖》
中描述的：“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
夜开风露香。”杨万里的名诗说得
就更清楚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
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此等天人合一
的美景下，就算天气再热，也得凉
下几分。 （据《海南日报》）

古人夏令

对很多人
来说，炎炎夏日
最是难熬，即使
有 空 调 ，也 不 好
受。天一热，就容
易出汗、烦躁，这种
现象不是个例，而是
普遍存在。

那么，在古代，古人
又是如何在夏令避暑养生
的呢？

养生智慧

清代金廷标《莲塘纳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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